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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在100多年间的每一个重要时间
节点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如独立学科的
正式形成、文论文献的整理出版、文论研究的逐
步深入、学科发展的集中探讨、中外文论的相互
交流以及理论人才的大量培养等。这些方面很
多学者都有过论述，这里不再一一赘列。而对
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文论建设中古今中
外关系的讨论、中国文论的“失语症”以及古代
文论的现代转换等议题，我想首先表达一下我
的基本观点，然后再提出一些解决的思路。

第一，中国现当代文论与西方文论关系的
密切程度明显要高于其与中国古代文论的关
系，在这一事实前提下解决现当代文论“失语”
的问题，首先要厘清现当代文论的产生背景，客
观审视其与西方文论的关系。尽管多数学者都
认同中国现代文论的产生一方面源于整理国故
的内在驱动，一方面来自于西方文学经验的异
域激荡。但平心而论，在近现代文学变革之际，
西方文学和文化对于中国文学及文论的影响是
压倒性的。当然，这种情形在时代和文化大变
革的特殊时期是可以理解的。而其后的半个世
纪里，苏联的文学理论又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
论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不论是20世
纪30年代前后引进的革命文学理论，还是20
世纪50年代引进的文学基本理论教科书，都在
很大程度上形塑了中国现代文论过分依赖外国
的形象。苏式的文论体系，包括体例、框架、理
论概念和范畴等，对中国现代文论学界的广泛
影响，一直持续到上世纪80年代。进入20世
纪80年代中期，西方世界的诸种文学理论和
美学理论，如英美新批评、形式主义、精神分析
理论、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和接
受美学等，纷至沓来，你方唱罢我登场，不仅运
用到现当代文学批评领域，还积极参与到中国
古代文学作品的阐释解读上。一时间，中国文
学批评领域俨然成为这些理论的试验场。实
际上，上述每种理论都有其产生的背景、适用
的范围以及存在的局限，不可能直接采取“拿
来主义”，包打一切。因此，这期间的新潮迭起
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对于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建
设而言，却是丧失了一段自主发展和民族化转
型的宝贵时间。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
前后，学界开始反思中国文论的发展之路。曹
顺庆曾尖锐地指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
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
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
（《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
年第2期）至此，我们也会发现，中国现代文学
理论作为新的知识形态，显然不是源自古典文
学理论形态的创造性传承，而主要是在对国外
现代文论的借鉴接收中逐渐发展而来的。换
言之，学界常言的中国文论“失语症”，原意是
指中国现当代文论至今没有一套自主自足的
理论体系，并非指称古代文论在当下的失语状
态。毕竟，古代文论的批评对象终究是古典文
学作品和文学现象，不可能完全适用于五四以
来的现代白话文作品，其中具有生命力的概念、
范畴或命题自然会存活在当下的文论话语之
中，而那些伴随时代变迁已经走入历史的理论
命题和概念也没有激活的必要。从这个立足点
出发，学界欲通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来彻底
解决现当代文论失语的状态，既有悖于中国现
当代文论产生的客观背景，也不符合古代文论
发展的实际情况。

为此，我个人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论应该重
新审视和调整其与西方文论和古代文论的关
系，一方面不要过分依赖西方文论，一方面需要
创造性地传承中华古代文论的精华，即对于前
者用减法，对于后者用加法。这个立论并非要
否定西方文学理论、美学理论或哲学思想对于
中国文论的影响和作用，而是用合理借鉴和有
效吸收的方式替代之前那种全盘接受的做法。
不过，由于积弊过深，这部分的变革短期内难以
改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尤其是面对那些本来
就在西方理论影响下创作的文学作品，但是这
个减法必须做。近年来，西方文论的“强制阐
释”和“场外征用”等批评策略均受到国内学术
界的质疑和批判，大家意识到西方文论并不尽
然适用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土壤，但是其中跨学
科研究的理念、数理思维的运用等还是非常具
有参考价值的。与此同时，激发和再生古代文
论的批评话语，补强古代文论的现代诠释，甚至
创造符合当下时代情境的新话语体系才是中国
文论的当务之急。

第二，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分属不同的异
质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理应是跨文化对话与
平等互鉴的关系，任何一边倒的做法都不合
适。可以说，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能否正确
处理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关系成为中国文论
发展成败的关键。其中，有两点认识需要特别
明确。首先，西方文论是建立在西方文学创作、
思维模式和学术语境下的产物，其全部理论适
用的对象是表音语言系统及其文学现象，没有
办法完全覆盖到形式特征和思维特征迥异的汉
语文学领域。关于这点，我同意张江的表述：

“语言的民族性、汉语言的特殊性，是我们研究
汉语、使用汉语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我们研究文
学、建构中国文论的出发点。”（《当代西方文论
若干问题辨识——兼及中国文论重建》，《中国
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即便是研究中国古
代文史哲的西方汉学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海外中
国学，其本质仍属西方学术的范畴。其次，尽管
西方文论在思维模式、形式特征、哲学内涵等方
面与中国文论，尤其是古代文论有较大差异，但
并非不可通约，毕竟双方都在致力于解读文学
现象、理解作家作品以及总结创作规律，尤其是
那些基本的文学理论命题如情、意、境等的阐
释。中外文论在上述命题的解读中存在差异，
这完全可以理解。即使是置于中国不同的历史
朝代，这些命题的具体意涵也在演进变化，更何
况是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而在某些文学规律
方面，东西方却可以穿越时空，达成“英雄所见
略同”的共识。如当代西方的读者反映批评理
论与1000多年前的东方“知音说”就存在颇多
相通之处；中国古代“诗无达诂”的观念与西方
的解释学、接受美学亦有相通之处。当然，在具
体对话和互鉴过程中，我们在积极寻找二者契
合点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分辨被“文学共性”所
遮蔽的差异性。

第三，学界在探讨古代文论的当代意义或
现代转换等议题之前，需要理性反思当下古代
文论的研究现状。唯有将作为研究本体的古代
文论研究透彻了，才能谈及古代文论的当下价
值和现代转换。比如学术界对于古代文论特征
的认识，并没有因为近年来大量的文献整理和
学术著作出版而达成一致。大部分学者认为古
代文论的总体特征是感悟式和零散性，难成系
统；而另外一派学者则并不认同上述观点，如蒋
寅以清代诗学为例，举证“在清代严谨的实证学
风熏陶下，文学研究也显示出学术性、专门性、
细致性的特点，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学问”。
这种观点延续了程千帆先生的看法：“古典文学
批评的特征”是“体系自有，而不用体系的架构
来体现，系统性的意见潜在于个别论述之中，有
待读者之发现与理解”。我个人认为，这两类观
点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文论的事
实，每种观点都可以找到足以支撑的论据。换
言之，中国古代文论本就是感性和理性兼具、知
识经验与理论范畴并存的复合体，只是体现在
不同朝代、不同的文本形式上有所侧重而已。
即便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叶燮的《原诗》等极
具理论性和系统性的著作，其中亦不乏散金碎
玉式的作品点评。另外，古代文论的自身研究
还存在着“史”“论”不均的现象。前者侧重于批
评史的纵向梳理，从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
史》开始，国内致力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文
学理论批评史的写作者，主要有郭绍虞、罗根
泽、朱东润、刘大杰、敏泽、蔡锺翔、成复旺、黄保
真、张少康、王运熙、顾易生等。后者侧重于古
代文论体系建构的专题研究，如张海明、周振甫
对“风骨”的论述，汪春泓对钟嵘诗歌审美理想
的探讨，蒋寅对清代诗学中“清”的梳理等。总
体而言，学术界对于明清以前的文论资源整理
得较为充分，而对于汗牛充栋的明清文论资源
来说，目前整理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同
时，在古代文论诸种范畴、命题的体系化研究方
面，学界同仁尚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因此，充分
挖掘丰富的古代文论资源，客观定性中国古代
文论的文本特征，并在现代诠释过程中建构有
中国特色的古代文论话语体系，是当下古代文
论研究者的重要使命。

第四，除了借鉴西方文论之外，建设民族特
色鲜明的中国文论，其落脚点还是在于古代文
论与传统文化的当代诠释与建构，也就是前文
中提及的创造性传承。换言之，中华悠久的历
史文化、历代丰富的文论资源和形意结合的方
块汉字才是建构当代文论话语体系的深厚土壤
和不竭源泉。近年来，学者古风在提出古代文
论“存活论”主张时，曾经统计了一组数据：“在
整个20世纪，共引进外国文论话语533个，其
中常用文论话语大约为162个；传统文论话语
大约有134个依然存活在现代文论与批评中，
其中本体论话语有26个，创作论话语有26个，
文体论话语有9个，修辞论话语有16个，风格
论话语有22个，鉴赏论话语有35个。”（《“存活
论”的新理论和方法论的启示——以“中国古代

文论的现代转换”为中心》，《延安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由此可以看出，传统
文论中仍有不少概念、术语和范畴凭借其旺盛
的生命力存续在现当代文论话语之中，并在不
同时代背景的转换中衍生出新意。如当下学界
方兴未艾的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就是创造性
传承古代文论资源的典型个案。自《诗经·国
风》开始，中国古典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就非常显
著，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所载吴公子札对

“国风”的评价则是最早的文学地理学批评。其
后，历代论者都十分关注地理环境对于文学创
作及其风格的影响，如曹丕《典论·论文》之“徐
干时有齐气”提及地域气质论；六朝时，《世说新
语·文学篇》和《颜氏家训·风操篇》触及南北方
学风与民俗之差异；至王鸣盛的《蛾术篇》卷二

“南北学尚不同”和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
论》、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等，则全面论
述了区域特征对于地域文学传统的影响。上述
思想、观念的内涵和外延，自20世纪八九十年
代以来被梅新林、曾大兴、杨义、邹建军等一批
学人的研究不断拓展，渐成体系。虽说中国文
学地理学的兴起也曾受到西方学术“空间转向”
的影响，但更多的是对2000多年来本土地域文
学研究的创造性传承。目前，文学地理学研究
已拓展至少数民族文学、现当代文学和中外比
较文学，不仅仅局限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

中国文论的重建不仅要寻求古代文论的现
代转换，还需要向更深层次的中华传统文化寻
求养分。如2013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华思
想文化术语传播工程”，旨在用术语概念的形式
体现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
和价值观念。这些术语所蕴含的“文化基因”深
深融于中华子孙的血液，内化为中华民族的共
同的性格和信仰，并由此支撑起中华数千年的
学术传统、思想文化和精神世界，同时也是包括
中国文论在内的当代中国话语体系建构的精神
源泉。另外，武汉大学李建中主持的国家重大
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通过对元典
关键词之词根性、坐标性、转义性的理论考察，
以及对汉字批评之追根、问境、致用的批评实
践，积极探索传统文化的“新释”与“激活”。此
项研究将汉字表意的独特性与中华文化元典的
阐释进行了完美的结合，对于未来中国文论的
建设亦具借鉴意义。

最后，我想谈一谈海外汉学家的中国古代
文论研究。首先，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文
论的洞见可以让国内学界在“他者的眼光”中感
受到古代文论强大的生命力和多重阐释的可能
性。我们经常有这样的阅读体验，有些国内学
界早已司空见惯的文学观念或文论文献，经过
海外汉学家的重新诠释，中国读者会获得完全
不一样的解读体验；有些国内学界没有重点关
注的文学理论命题或范畴，在海外汉学家那里
得到了充分挖掘和高度评价。这些体验在刘若
愚、叶维廉、余宝琳、浦安迪等学者的著作中都
有反映，而在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
论》一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其实原因很简单，
异质化的理论形态和批评话语必然会带来不一
样的研究发现。尽管这些汉学家的研究对象也
是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但是他们的
知识谱系、学术训练、研究方法以及批评语境都
与中国研究者不同，因此，这些新的观念、看法、
视角必然会冲击本土文论固有的研究观念，进
一步拓展古代文论的研究维度。

其次，海外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不
见”或“偏见”也可以让中国学界在跨文化背景
下反观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平心
而论，我对海外汉学家运用西方批评理论解读
中国古代文学或文论，即便有“削足适履”或“水
土不服”之感，也持“同情之理解”的态度。但
是，对于那些脱离中国文论历史语境之“不见”
或进行过度阐释之“偏见”，却时刻保持警惕。
以费诺罗萨的汉字诗学为例，他在1908年创作
的《汉字作为诗歌媒介》论稿，极力称赞汉字的
形象性、动态感、隐喻性和字与字之间关联烘托
的性质，并以此建构出运动说、隐喻说和弦外之
音说为基点的汉字诗学理论。后来，诗人庞德
大力推阐其手稿的理论价值，并应用于自身的
诗歌翻译与创作实践。不过，国内学者周发祥
就曾指出该理论在学界产生的消极作用：“他不
讲六书造字的规律，凭空想象汉字偏旁部首或
基本笔画的意义，再加上庞德从实践上推波助
澜，终于铸成了西方汉学界解说和西译中诗的

‘拆字法’。”（《西方文论与中国文学》，江苏教育
出版社1997年版）这种拆字法在很多情况下被
视为一种对汉字生吞活剥式的理解，往往会扭
曲中国古诗的原意。显然，费氏汉字诗学的积
极贡献在于他注意到了中国汉字的表意性，但
同时却忽视了汉字构成以及汉语诗歌意象的复
杂性。因此，中国文论学界在借鉴他山之石的
同时，也要避免片面的误读。

（本文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深刻指出：“以史为鉴，
开创未来，必须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自己的
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
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
历史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
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
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
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
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
人类文明新形态。”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如何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是我们
这一代理论工作者的历史责
任；同样，作为研究中国美学的
学者，如何以系统、深入的研
究，介入到中国特色的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之中，
也是笔者思考的路向与践行的
轨迹。

美学是哲学社会科学中的
重要分支学科，中国美学研究
通过多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
系统的、不同于美学原理和西
方美学研究的独特体系。这一
点，已有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
纲》、朱志荣主编的《中国审美
意识通史》、蔡锺翔主编的《中
国美学范畴丛书》（两辑，20
种）、祁志祥的《中国美学全史》
等，使中国美学研究蔚为大
观。大量以中国美学范畴的评
述与阐释为内容的论著和文
章，也使中国美学研究处在一
个自觉的状态。从加快构建中
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要求
来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以中国美学研究来说，超
越范畴研究的范式，提升命题
研究的自觉意识，将现在的命
题研究进一步学理化、系统化，
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范畴与命
题本来是属于逻辑学的形态，
作为学科体系，必然要有众多
的范畴和命题作为基本元素。
张岱年先生指出：“我们现在讲
范畴，认为范畴是反映客观事
物的统一性和普遍联系的思维
方式，也就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基本概念。”（《中
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1987年版）中国美学中有很多范畴，如感兴、
含蓄、意象、意境、中和、风骨、法度、意、逸、妙、
味、韵、简、化境、天机、雅正、机神等等。而较之
范畴来说结构更为复杂、意蕴更为丰富、指向更
为明确的则是命题，命题研究之前略有成果，但
多是个案的，缺少本体性的研究意识。

命题是具有明显的判断性的短语，其语法结
构较范畴更为复杂多样；命题带有鲜明的价值取
向，在客观性的基础上，有着主体的意向。中国
美学命题如涤除玄鉴、充实之谓美、“神用象通，
情变所孕”、“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
入情”、观物取象、山水质有而趣灵、绘事后素、气
韵生动、骨法用笔、随类赋彩、以形写神、传神写
照、神与物游、“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境生于象
外、文以载道、无画处皆成妙境、“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度物象而取其真、“诗人感物，联类不穷”、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凡音之起，由人心
生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等。显然，命题
比之范畴更为复杂，在构建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的工程中，其功能更为强大，更具有结构意义。
韩林德先生曾这样揭示范畴和命题的作用：“这
些范畴和命题，既互相区别，又相互联系和相互
转化，彼此形成一种关系结构，共同建构起中国
古典美学的宏大理论体系。一定意义上讲，中国
古典美学史，也就是上述一系列范畴、命题的形
成、发展和转化的历史。可以说，如果我们把握
了这些范畴、命题的主旨，也就大体了解中国古
典美学的基本面貌了。”（《境生象外》，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这段论述从宏观的
角度说明了范畴与命题在中国美学的体系化建
构中的重要地位。

目前的问题在于，学术界对于范畴研究已有
非常丰富的成果，形成了普遍化的研究范式。对
于命题研究则缺少自觉的意识，在成果体现上也
远远少于范畴研究。在有些美学研究著述中，命
题是与范畴混同起来的。如中国美学范畴丛书
第二辑中的《心物感应与情景交融》，应该是命题
而非范畴。成复旺先生主编的《中国美学范畴辞
典》中，也将许多美学命题（诸如：“言之无文，行
而不远”、大象无形、目击道存、澄怀味象、“超以
象外，得其环中”等等）作为范畴收入其中了。而
从自觉的学理层面对命题进行研究者，如成复旺
先生的《神与物游》就是典型的命题研究的名著；
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创作论》其中的重要部
分多是命题研究，如《释物色篇的心物交融说》
《释神思篇的杼轴献功说》《释比兴篇拟容取心
说》等，都是对《文心雕龙》中的若干重要命题进
行系统的研究；汤一介先生的论文《命题的意
义——浅说中国文学艺术理论的某些命题》及童
庆炳先生为《文史知识》所写的中国古代心理诗
学与美学系列文章，都是从命题角度进行切入
的，后收入《中国古代心理诗学与美学》（中华书
局2013年版）一书。笔者的《入兴贵闲——关于

审美创造心态的一个重要命
题》等，也属较早进行美学命题
研究的论著。最具学理价值和
建构意义的命题本体研究的著
作，要属吴建民教授的《中国古
代文论命题研究》（南京大学出
版社2017年版）。该书对于中
国古代文论的命题研究的内
涵、时代意义、命题本身的形态
特征、古代文论的重要命题的
梳理与阐释，做出了非常系统
的建构。说到命题研究，这部
《中国古代文论命题研究》当是
嚆矢之作。由笔者发起，在《社
会科学辑刊》2020年1期推出
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知识体系·中华美学命题研
究”的专栏文章，由三篇文章组
成，包括：《中国古代美学命题
研究的意义何在》（张晶）、《命
题与古代美学理论之建构》（吴
建民）、《论中国文论的“著文自
娱”》（李昌舒）。这组命题研究
的文章一经推出，随即引发了
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可以认
为，以前述这些论著为标志，中
国古代美学命题研究已从自发
状态进入到了自觉状态，并在
学理建构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
展。

如果将从范畴到命题的研
究路径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转
换，通过对命题本体和形态的
进一步分析构建，可以使中国
特色的美学的学术体系和话语
体系，充填进结构性元素而不
流于空洞和抽象。那么，我们
又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来推进
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研究呢？笔
者主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来提升其研究层次：

一是着力进行古代美学命
题的形态与本体研究。与范畴
研究相比，命题研究明显处于
自在而非自为的层面。目前已
有的有关命题的论著，在个案
分析方面已相当深入，但对命
题这种美学理论形态还缺少自
觉的、权威性的建构。在这方
面，吴建民教授《中国古代文论
命题研究》一书及其若干代表
性论文，都是以充分的自觉意
识和高度的历史责任感来正面
论述命题问题。然而需要进一
步推进的在于，文论命题有很
多美学含量，但又不能等同于

美学命题，其他艺术门类的命题亦是如此。中国
古代并无纯粹的美学理论，所谓美学命题，乃是
从文论命题和其他艺术门类如画论、乐论和书论
的命题中提取其美学意义的内涵，并从美学学理
层面加以涵化和提升。中国古代美学命题与西
方美学命题有何不同的特征，也是要从汉语的特
征来加以突显的。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究竟有哪
些，有多少，也是要通过研究来确定结果的。我
们目前的美学命题研究，基本是个案和例证性研
究，缺少整体的、量化的统计性的研究，这是美学
命题研究下一步要做的事情。

二是关于美学命题的体系性及历史脉络研
究。中国古代美学命题的发生，基本上都是来自
于历代的文论、诗论、画论、书论等批评文献，如
《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画山水序》《古画
品录》《历代名画记》《原诗》《人间词话》这样一些
系统的艺术理论体系之作，更多的是产生于具体
的批评语境中。这些命题往往具有明显的价值
判断，明确地表达出主体的倾向，如宗炳提出的

“澄怀味象”“山水质有而趣灵”、刘勰提出的“神
用象通，情变所孕”、杜甫提出的“咫尺应须论万
里”、韩愈提出的“不平则鸣”、苏轼提出的“论画
以形似，见与儿童邻”、郭若虚提出的“气韵非师”
等等，这些命题是可以代表某位文论家或艺术批
评家的主要观点、核心立场的，但它们之所以能
够成为中国美学史上的著名命题，都经历了一个
经典化的过程。要建构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体
系，这些命题是基本的“骨架”。盘点不同时代、
不同理论家提出的代表性命题，研究它们的发生
及经典化过程，并从美学角度阐发和提升其理论
内涵，这是命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三是关于美学命题的功能与价值研究。在
中国特色的美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构过
程中，美学命题研究的意义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最具推动力的研究范式。那么，美学命题的
基本功能都有哪些，对于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
精神”的价值何在？这些问题都是美学命题研究
所应提供的答案。这种答案当然可以从不同的
向度加以思考。当下提出美学命题研究，其初衷
并不在于纯然的古典学意义，更有学理力度支持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建设。美学命题所蕴
含的中华思想及文学艺术的精华是需要我们加
以发现、熔炼和系统化的。以美学命题研究作为
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在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方面获得实效，这是我们的
历史责任。

（本文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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